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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文集同篇“两存”问题释证∗

李 成 晴

　 　 内容摘要:唐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“文有差互者,两举之”一语,逗露出

唐写本李白集存在着同篇“两存”的编例。 以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、宋
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为考察对象,可梳理宋本李白集之同篇“两存”编例呈

现为并录、附篇附句与足篇这样三种文本形态。 从学术系统之流别、著述

体裁之通变视角入手,可贯通四部,对同篇“两存”编例进行“观澜索源”式
的释证:观其澜,宋人编宋集,亦多援用“两存”编例;索其源,则“两存”编例

实际依循周汉暨中古典籍并录与合本子注的内在理路,亦即俞樾所概括的

“古书之例”。 回观唐宋文集的“两存”编例,可发现这其实是古人对笔削、
按断传统的反拨,也是文献自身对“定本”的反抗。 当代唐宋文集的深度整

理,宜回归古代文集生成的现场与情境,尊重集部文献的原貌与旧例。
关键词:“两存” 　 唐宋文集　 文本形态　 “古书之例”

集部文献多有类属流别,就其形态而言,越初期越自由,无甚体制、义
例之羁束;随着“都为一集”①的编集之举越来越通行,无论是作者自编别

集,抑或是他人代为编集,需要解决的底层逻辑便是如何理顺众多文本,
进而形成编次“秩序”。 要形成秩序,便要有律例。 诚如《五灯会元》所述

“法不孤起,仗境方生”②,亦可下一转语曰“集本无例,例随义生”。 也就

是说,无论通例还是个例,其背后都有编集者的观念及考量( 也就是

“义”),甚至有具体的文献情境。 尤其是当个例自别于通例之外时,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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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何以如是? 何以能独存? 其中便可能隐含着待发之覆了。 从这一理路

出发,回观中古别集,实物文献上呈现出来的每一种文本形态,皆值得投

注探求的目光,进而勾稽考索,始于发现,进于发明。
依循文本形态的问题意识来观察唐宋文集,笔者发现宋蜀本《李太

白文集》与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等宋本李白集极具样本价值。 魏颢《李

翰林集序》曰:“今日怀旧,援笔成序,首以赠颢作、颢酬白诗,不忘故人

也;次以《大鹏赋》、古乐府诸篇,积薪而录;文有差互者,两举之。 白未绝

笔,吾其再刊。”王琦辑注《李太白文集》时敏锐地注意到“积薪而录” “两

举之”两语并非习见,便加注曰:“积薪而录,谓随所得而编次,不论先后,
如积薪然。 两举之,谓两存之。”经历了安史之乱,李白诗文“章句荡尽”,
时人魏颢“于绛偶然得之”①,在编次成集时,便需要直面发凡起例的问

题。 魏颢的处理方式是采用往来赠答诗压卷、遇同篇两稿则“两举之”的

编集体例。 关于唐宋别集的“压卷”体例及其文本功能,笔者已有专题探

讨②;而“两举之”的体例设计,尚未见有论列者。 需要说明的是,下文拟

讨论的“两举之”“两存”,一类是作者自身的创作与修改中产生的同篇两

稿,另一类是在作者身后文本的流传与新别集的编纂中产生的两个文

本———事实上,两者本身就交织互渗而难以泾渭分清。

一、并录、附篇附句与足篇:宋本李白集所见同篇“两存”的
三种文本形态

　 　 魏颢编次《李翰林集》时的“两举之”,其前提是李白屡有一诗两稿或

同题两作:关于一诗两稿,陈尚君讨论綦详,可以参看③;关于同题两作,
则太白集中有《凤台曲》《凤凰曲》两作,可以覆按。 尽管写卷本时代李白

集的“两举之”形态已无缘窥见,但此编例作为一种方法,是完全可能在

后世被继承或复现的。 一方面,唐写卷唐集在迭经“写印转换”后,其编

次、体制与义例,往往在宋刻本唐集中有所遗存,譬如蝉之于蜕,蝶之于

蛹;另一方面,宋人去唐未远,见写卷本唐集犹多,颇能知悉唐集丰富纷歧

的文集编例与文本形态,因此在汇次编定唐集时也可能会沿其波而承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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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。 于是,当我们翻检传世宋蜀本、宋咸淳本李白集时,确实可以注意到

其中多有“两举之”的文本案例。 更有意味的是,这类“两举之”的案例还

呈现为多样的、差异化的文本形态。
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卷四同叶并录《白头吟》一诗两稿,且题注曰:

“又一篇与此异,今两存。”①将相同、相近字句对照,可知同篇之两作并非

传抄讹变层面的异文,而是有着结构化的存留与改写。 后世版本如明嘉

靖本《唐李杜诗集》卷六,于李白《白头吟》仍沿承宋蜀本的文本形态②。
无独有偶,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二十同叶并录李白过彭蠡湖之诗的同

篇二稿,诗题、题注分别作:
过彭蠡湖寻阳

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二篇或同或异故

并录之(叶九)

两相比较,第一组一诗两稿,很可能两稿的原载文献中诗题皆作《白头

吟》,故用一题摄之;第二组一诗两稿,因原载文献中诗题本就不同,故各

存原题。 明朱谏于《过彭蠡湖》后按语曰:“按此诗二首,又一首云《入彭

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》,其情辞详赡,已入《选注》
讫。 此云《过彭蠡湖》者,辞颇少异。 本是一诗,而当时传写者有详略不

同耳:是知李集之差讹不止此也。”③直目一诗二稿之并录为“差讹”,似
未窥见编集者存两本旧貌之苦心。 复考宋咸淳本,乃将李白过彭蠡湖诗

之二题分别收入卷十四、卷十九,亦属另一种形态的并录两存,而非失察

重收。 类似“辞颇少异”而异卷并录的情况,在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中也

有,如卷五《东武吟》首两句为“好古笑流俗,素闻贤达风”,题下注曰“一

作《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》” (叶五);此篇另见于卷十三,题作《还

山留别金门知己》,首两句亦为“好古笑流俗,素闻贤达风”,题下注曰“一

本云《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》” (叶三)。 两篇尽管字句互有异同,
但历来论者皆目为一诗二稿,并无歧见。 察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全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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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例,明明每诗皆有汇校,用双行夹注的形式注出“一作”“一本云”,但于

以上三组案例仍并录两存,显然并非疏漏误收,而更可能是宋蜀本编刊时

所见写卷本李白集之中便有意识地存留了同一篇作品的两种状貌,与前

引魏颢《序》“文有差互者,两举之”恰符契相合。 正因如此,从唐写卷中

取材的《文苑英华》 也两相载录,是故詹锳论曰:“二首均见于《文苑英

华》,一题作《东武吟》,一题作《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苑诸公》,则是诗之

重出久矣。”①

李白另有一些一诗两稿的作品,在宋本中分属于两个组诗,益可见李

白之组诗曾经“合题”②,往往并非出自本人手集手定,而是自李阳冰、魏
颢、范传正以降迭次编集的产物。 著例如宋蜀本李白集《感兴八首》 之

四、六、七,分别对应《古风》其四七、二七、三六,是三组同篇两存的诗作。
元萧士赟补注太白诗时便于《感兴八首》其四后注云:“士赟曰:按此篇已

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,必是当时传写之殊,编诗者不能别,姑存于此卷。”
《感兴八首》其七后,萧氏又注:“士赟曰: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三十六首,
但有数语之异,是亦当时初本传本之殊,编诗者不忍弃,两存之耳。”③对

于李白集中的“两存”编例,萧士赟之解说难免有前后失照之疏。 有意思

的是,尽管王琦在注魏颢《序》时已精准注出“两举之,谓两存之”,但在解

释《感兴八首》其六与《古风》其二七重见时却说:“琦按:此篇与二卷中古

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,想亦是其初稿,编诗者不审,遂重列于此耳。”④

重蹈萧士赟自我龃龉的覆辙。 关于这两组诗的重出与“文本多歧”,陈尚

君也曾予以比勘,认为《感兴八首》之六与《古风》其二七相比,“可能《古

风》为定稿”;《感兴八首》之七与《古风》其三六相比,“二诗确为一诗之

前后稿”⑤,持论慎重且有按断。 平心而论,萧士赟说“编诗者不忍弃,两
存之”或王琦说“两举之,谓两存之”,当更接近于李白集一诗两稿形态产

生之根源;倘将这种两存简单归结于编者的“不审” “不能别”,反而遮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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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问题意识生发之可能性。
作为传世最早的李白集注本,除上举两例外,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

白诗》于太白集之“两存”另有颇多揭示,例如《白云歌送友人》后注:“此

诗已见第六卷,特首尾数语不同,而此则尾语差拙,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,
今两存之。”①也指出了重见之篇系因“两存”编例之故。 综言之,以上所

考一诗两稿的文本,无论同卷同处、同卷异处还是异卷异处,两稿皆各自

独立,并录两举于同一文集中,这可以看作是宋本李白集同篇“两存”的

第一种形态。
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另有一种同篇“两存”形态,即先对同篇作品的

一诗两稿进行“结构性校勘”②,然后将那些无法用异文形式进行标识的

篇章或段落以夹注的形态标识在一本之后。 以宋蜀本李白《古风五十九

首》为例,全篇整体附注如卷二《古风五十九首·客有鹤上仙》:
客有鹤上仙,飞飞凌太清。 杨〔扬〕言碧云里,自道安期名。 两

两白玉童,双吹紫鸾笙。 去影忽不见,回风送天声。 举首远望之一作

“我欲一问之”,飘然若流星。 愿飡金光草,寿与天齐倾。 一作“五鹤西北

来,飞飞凌太清。 仙人绿云上,自道安期名。 两两白玉童,双吹紫鸾笙。 飘然下倒

景,倏忽无留行。 遗我金光草,服之四体轻。 将随赤松去,对博坐蓬瀛。”(叶二)

察“客有鹤上仙”与“五鹤西北来”,“回风送天声”与“倏忽无留行”,皆具

有结构性差异,而“举首远望之”两句在夹注“一作”之版本中并未出现,
而夹注“一作”之版本中的“将随赤松去”两句为正文本所无———相互之

间皆难以用标注异文的方式予以精确呈现,故而只能采取附篇之形态。
至于附句,宋蜀本卷二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中则更多,如《黄河走东溟》

末两句注:“一作:‘谁能学天飞,三秀与君采。’”(叶三)《胡关饶风沙》两

处夹注“一太〔本〕此下添‘争锋徒死节,秉钺皆庸竖。 战士途蒿莱,将军

获圭组’四句”以及“一作‘卫霍今不在’”(叶三)。 他如《抱玉入楚国》夹

注“一本此下添……”;《孤兰生幽园》 夹注“一本自第四句后云……”;
《八荒驰惊飙》夹注“一本首六句云……”;《战国何纷纷》夹注“一本首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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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以下云……”;《羽族禀万化》 夹注“一本下添……以下同” (叶七至

十)。 非仅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如此,近似的附句式结构性校勘也见于卷九

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,正文夹注“一本自‘陆氏世英髦’以下云……下与

此同”(叶五);卷十二《游敬亭寄崔侍御》题注“一本作《登古城望府中奉

寄崔侍御》,其不同处悉重出” (叶十);卷二一《独酌》文末夹注“一本云

‘春草变绿野……’”(叶四)。 令人惊喜的是,宋蜀本《独酌》所“两存”的

别本《春山独酌二首》之一,可以在日藏唐写本《新撰类林钞》卷四中发

现①,是知此诗同篇两稿之歧异,确实自唐已然。
就本文论题而言,宋咸淳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存留了与前揭并录、附篇

附句不同的第三种“两存”形态,那就是像衲百家衣一般地以有补无、取
长补短,从而萃聚为最全备的诗篇作为正文本,然后双行夹注“一本无此

二句”“一本无此六句”②等等,作为对别本形态的记录———陈尚君已经

列表枚举③,可以参看。 回归这类“足篇”式文本之生成源头,笔者推测可

能是乐史在会校众本之后采择各本诗句成一最全之本,然后在某些句下

注出一本无某某几句。 也就是说,并不能认为乐史所留存的诗句最多的正

文本形态就一定是原生态的完篇,其中的不少诗句,其实皆是别本仅存,而
被乐史用“百衲本”的思维缉缀入正文本。 综上言之,宋咸淳本和宋蜀本尽

管同样是用夹注标识“结构性”两存,但宋蜀本无疑保留了两存的原貌———
我们今天仍可很容易地从宋蜀本中离析出同篇两存的两个独立文本;但面

对宋咸淳本,哪怕想离析出某种独立文本,也会感到难以措手。
综上,可列宋蜀本、宋咸淳本李白集同篇“两存”的三种文本形态如

下表 1:
表 1　 宋本李白集同篇“两存”文本形态

形态 版本 特点

形态Ⅰ 宋蜀本 并录:同篇异本,整体两存

形态Ⅱ 宋蜀本
附篇附句:以一本为主,结构性校勘,夹注标识另一本之

多寡

形态Ⅲ 宋咸淳本 足篇:衲聚众本,足成完篇,夹注标识一本无某某几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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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 

陈尚君:《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》,《学术月刊》2016 年第 5 期,第 119 页。
《新撰类林钞》书影承蒙陈翀先生寄示,识以永念!

 

李白:《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》卷六,广陵古籍刻印社,1980 年,叶九。

 

陈尚君:《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》,《学术月刊》2016 年第 5 期,第 114—115 页。



　 　 讨论至此,还需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,“两举之”式的文本形态,是否

仅是魏颢所纂辑的写卷本《李翰林集》或宋本李白集的个例? 抑或这是

唐宋文集中曾普遍存在的一种编例形态? 回归古人作诗撰文的文学现

场,当能共识:包括李白在内,前后往往多有删润,一篇诗文留有两个文本

是很常见的现象。 如果说经学注疏在学说层面并存两说,是为了“两存

以俟知者”①,那么在编集时并录同篇之两稿,则有着留存两稿不同风格

甚至不同心境的考量———无论从读者还是从作者的视角看,改稿并不是

必定优于初稿,且改稿比对初稿所呈现的文本生成信息,已然具备进入过

程的“活的文献学”之研究价值。
李白集中同篇“两存”形态的三种类型既明,也许我们还会有这样的

疑问,同样是“两存”,何以在宋蜀本李白集中会同时出现大字并录或小

字附篇附句呢? 就传世文献的研判而言,并录式“两存”的形态Ⅰ很可能

大量存在于写卷本唐集中,亦即宋刻本乃继承唐写卷而来;而附篇附句式

“两存”的形态Ⅱ以及足篇式“两存”的形态Ⅲ,则可能较多出现在“抄印

转换”之际宋人汇聚众本编次唐集的时候———这也与唐写卷多歧流动的

手抄本属性以及宋刻本凝定企稳的印本属性是合辙的。 并且,这三种形

态皆非宋本李白集之专属。 由此,笔者将对唐集“两举之”的编纂体例展

开观澜索源式考辨,进而对该类问题形成贯通四部的系统性分析与

疏证。
 

二、观澜:宋编唐宋文集中的同篇“两存”形态

无论从情理上推测还是从校勘层面“例校”,我们当会认同宋人编唐

集(刻本)实际存留了颇多唐人编唐集(写卷本)的编例特征。 但从实物

文献的实证层面看,唐写卷文集往往“文献不足征”,已很难就哪些是唐

人编唐集所特有的编例取得指实且完整的证据链条与逻辑链条。 在这种

情况下,接下来的讨论,毋宁统一看作是宋人编唐集。 例如,宋葛立方

《韵语阳秋》载:
武元衡诗不多,集中有《酬严司空荆南见寄诗》两篇,一云:“金

貂再领三公府,玉帐连封万户侯。”一云:“汉家征镇委条侯,虎节龙

旌居上头。”皆续以“帘卷青山巫峡晓,烟开碧树渚宫秋。”第三联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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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 

卫湜:《礼记集说》卷一五三,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通志堂刻《通志堂经解》本(索书

号:S5048),叶十。



云:“刘琨坐啸风清塞,谢朓题诗月满楼。”一云:“金笳尽掩故人泪,
丽句初传明月楼。”皆续以“白雪调高歌不得,美人相顾翠蛾愁”。 人

讶其太同。 余谓乃元衡删润之本,集中两存之尔。 当以前篇为正,后
篇诚未工也。①

葛立方所见武元衡集,恰保留了并录式“两存” (形态Ⅰ)之例。 不过,目
前实在难以指实葛立方所见到的究竟是孑遗的唐写卷还是宋刻本。 今见

传世《武元衡集》最早为明铜活字本,卷下分录《酬严司空荆南见寄》 “金

貂再领三公府”诗和《奉酬严司空荆州见寄》 “汉家征镇委条侯”诗②,犹
存武元衡集并录式“两存”的编例形态———这种形态可能源自宋人编武

集,也有可能在唐写卷武集中便已如此。 当然,有的始于宋人的“两存”
编例,是宋人在编刻唐集时已经明确交代的,如吴兴叶桯《重刊柳文后

叙》曰:
郡庠旧有文集,岁久颇剥落,因裒集善本,会同僚参校,凡编次之

殽乱、字画之讹误,悉厘正之。 独词旨有互见旁出者,两存之以俟览

者去取。③

自道“两存之以俟览者去取”的编例,切实表达了对两稿词旨“互见旁出”
的尊重。

另外,宋人在编刻唐集时,有时会通过题下注或诗中夹注的形式,记
录编集过程中所留意到的“两存”形态。 如宋蜀本许浑《许用晦文集》卷

二载:
太和初④靖恭里感事前有《问〔闻〕宋相公申锡下世》一篇,辞旨略同,但

七言,稍异耳

清湖〔湘〕吊屈原,垂泪撷苹蘩。 谤起乘轩鹤,机沉在槛猿。 乾

坤三事贵,华夏一夫冤。 宁有唐虞世,心知不为言。⑤

45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 

何文焕辑:《历代诗话·韵语阳秋》,中华书局,2004 年,第 508 页。

 

武元衡:《武元衡集》卷下,国家图书馆藏明铜活字本(索书号:07842),叶二、叶六。

 

柳宗元:《柳宗元集·附录》,中华书局,1979 年,第 1450 页。

 

罗时进笺证曰:“诗题各本作《太和初靖恭里感事》,乃沿袭蜀刻本之误。 文宗年号

本作大和(八二七—八三五),许浑身当其时,绝不至于用错,且宋申锡谋诛宦官事

泄,反为宦官所构陷而谪死事,在大和后期,不当称‘初’,此系宋代人读许浑诗误注

于题上,蜀刻本又误植于题中。 《唐音癸签》题作《靖恭里感事》,可据。” (许浑撰,
罗时进笺证:《丁卯集笺证》卷四,中华书局,2012 年,第 191—192 页)

 

许浑:《许用晦文集》卷二,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(索书号:09629),叶二十五。



题下注颇堪注意,盖明确指出许浑《丁卯集》中尚有一并录式两存之七

律。 考许浑之“七言”《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》既见于宋蜀本,亦见

于《乌丝栏诗真迹》,第二首作:
月落清湘棹不喧,玉杯瑶瑟奠苹蘩。 谁令力制乘轩鹤,自取机沉

在槛猿。 位极乾坤三事贵,谤兴华夏一夫冤。 宵衣旰食明天子,日伏

青蒲不为言。①

两相比照(重合的字句已加粗显示),则许浑五律、七律之间存在着先后

两稿的关系,吴企明认为这两首诗是一诗两稿:“许浑先作《太和初靖恭

里感事》,后又作《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》第一首。 意犹未了,遂改

五言律《太和初靖恭里感事》诗稿成为《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世二首》的

第二首。 后人裒集许浑诗,把原稿、修改稿都收入集中。”②可从。 一个合

理的推测是,许浑很可能曾将这两首作品并录于自己的《丁卯集》之中,
至宋人刊刻时,所见诸种唐写卷《丁卯集》,有的载录《闻开江宋相公申锡

下世二首》,有的则不收——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《闻开江宋相公申锡下

世二首》在宋蜀本中出现于宋人掇拾的“拾遗篇”,而非正集,显系据别本

捃拾。 不过,宋蜀本《太和初靖恭里感事》题注“前有《闻宋相公申锡下

世》一篇”,又明确标识了编集者所见同一部许浑集中确实并录两作,于
此也可窥见宋本传录唐写卷时存真与变貌的交织。

宋蜀本许浑《许用晦文集》亦多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(形态Ⅱ)③,比较

典型的例证如卷二《行次潼关题驿后轩》篇末夹注:“一本破题云‘残月征

人起,西风宿雾开’,第三联之〔云〕 ‘杨震名偏著,终童贱不回’。” 同卷

《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》诗末夹注曰:“别本作《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》,首
句云‘ 南北断蓬飘’, 下五句并同。 卒章云 ‘ 劳歌此分首, 风急马萧

萧’。”④许浑集外,宋人所编唐集中的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实属夥颐。 宋

世彩堂本韩柳集多于夹注并存异文,但通常不超过两句。 例如,世彩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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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岳珂: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六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66—67 页。

 

吴企明:《唐音质疑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 年,第 66 页。

 

如卷一《咸阳城东楼》 《长安岁暮》 《秋日早朝》 《重游练湖怀旧》 《伤湖州李郎中》
《下第贻友人》《与张处士同访李隐居不遇》,卷二《行次潼关题驿后轩》 《送从兄归

隐蓝溪二首》《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》《晨装》《放猿》《寓怀》《过故交旧居》《下第送

宋秀才游岐下杨秀才还江东》《伤冯秀才》等。

 

许浑:《许用晦文集》卷二,叶四、六。



《昌黎先生集》 卷一《元和圣德诗》 “通达今古,听聪视明” 下分别夹注:
“‘今’或作‘先’,或作‘通今达古’”和“或作‘视听聪明’”①。 《河东先生

集》卷三九《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》题注云:“中丞,崔咏;一
本作《上宰相状次前请朝觐表作》。”卷四二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

州》“岭树重遮千里月,江流曲似九回肠”下夹注:“刘僴云:一本作‘云駃

去如千里马,江流曲似九回肠’,未知孰是。”②“未知孰是”这样的表达,
最大可能即是出现于宋人(如廖莹中)编刻柳集之时。 另如宋魏仲举辑

注柳集于 《 梦归赋》 “ 寓大鹏之远去” 夹注: “ 一本作 ‘ 寓大算而远去

矣。’”③魏仲举辑注韩集于《古风》“去我奚适”夹注曰:“一本作‘我去奚

适。’”④近似的同句两存者,不下十余例。 源出宋本的洞庭席氏刻本唐李

频《梨岳集》 收《寻华阳隐者》 一篇,诗末夹注曰: “ 此题重出,末二句

同。”⑤亦属两存。
在传统的校书心理中,遇有差互歧异而能按断,甚且辨其优劣是非,

被认为是有学识的体现。 但魏颢、叶桯等编集实践为我们展现的,却是以

有限度的作为甚至不作为来表达对唐集旧貌的尊重。 基于此认识,回观

日本古活字本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,卷十九《送客南迁》诗末夹注:“是一

篇重出而字小异,故依旧存之云。”同卷后一篇《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

阁因示十二韵》诗末夹注:“是一篇亦重出,依旧存之。”卷六三《七月一日

作》诗末夹注:“是一篇重出而小异,故依旧存之。”⑥便可能会激赏于编

刻者虽知其重出而不径自删削的“保守”做法。 相反,当读到宋吴正子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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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 

韩愈:《昌黎先生集》卷一,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(索书号:09632),
叶二十。

 

柳宗元:《河东先生集》,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(索书号:09633),卷
三九,叶十九;卷四二,叶三十八至三十九。

 

柳宗元撰,童宗说,韩醇等注释: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》卷二,《宋蜀刻

本唐人集丛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 年,第 159 页。

 

韩愈撰,魏仲举辑注:《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》卷二,影印南京图书馆藏

宋庆元六年(1200)魏仲举家塾刻本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
年,叶三十七。

 

李频:《梨岳集》,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一年(1702)洞庭席氏琴川书屋刻

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(索书号:T / 5237. 48 / 0233),叶三十四。

 

白居易:《白氏长庆集》,影印日本古活字本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,
1936 年,卷十九,叶十三至十四;卷六三,叶十五。



《李长吉歌诗》称鲍本“多是后人模仿之为,词意往往儇浅,真长吉笔者无

几,余不也〔敢〕尽削,姑去其重出者一篇云”①,则可能会惋惜且希望一

睹那一篇因重出而被删落的文本之面貌。 在浦起龙看来,“宋、元诸刻,
传写字样互有不同,旧本刻某一作某,最称得体,并两存之”②,也表达了

对“并两存之”的肯定,只不过他的留意点在标识单个异文,与本文所讨

论的篇句两存尚有不同。
近代以来,唐集斠理成就显著,然取法多在形态Ⅱ、形态Ⅲ,遇有形态

Ⅰ之文本,也通常会将其改造为形态Ⅱ、形态Ⅲ———从本文的问题意识角

度去审视,整理古籍的结果往往不无羼乱古籍之处。 如果在形态Ⅱ和形

态Ⅲ之间再作细辨,则附篇附句式的斠理更优于足篇式的斠理———足篇

之后,版本谱系实际上就已经消泯了。 当然,近现代学人在校书实践中,
也多有审慎的抉择。 例如,詹锳等在校注李白《赠友人三首》时,便采用

“附篇”的形态Ⅱ:“第二首以敦煌残卷与本集相校,异者几半,今并录之

以供参考……残卷本:‘我有一匕首,买自徐夫人。 匣中闭霜雪,赠尔可

防身。 防身同急难,挂心白刃端。 荆卿一去后,壮士多凋残。 斯人何太

愚,作事误燕丹。 使我衔恩重,宁辞易水寒。 凿石作井当及泉,造舟张帆

当济川。 廉夫惟重义,骏马不劳鞭。 丈夫贵相知,何必金与钱。’二者语

意多同,盖一诗之两传者,然残卷本似差胜。”③

上节已经论及,宋本李白集“两举之”的三种编例形态,形态Ⅰ在唐

人编唐集处便可得到魏颢等实证,而形态Ⅱ、Ⅲ则多见于宋人编唐集。 宋

人编唐集既如此,那么宋人编宋集是否也心知其意、一以贯之呢? 接下来

即予以考论。
宋集之“两存”同篇而稍异者,需要结合文献,具体分析:有时是编集

者未曾觉察的无意之疏,有时则是编者有意为之;更进者,这类“两存”甚

至是作者本人的“义法”或秩序。 宋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曰:
东莱《济阴寄故人》“柳絮飞时与君别”有两本者:东莱少时作,

后失其本,在临川,因与学徒举此诗,亡之,遂用前四句及结尾两句补

成一篇;已而得旧诗,遂两存之。 “落花寂寂长安路”者是旧诗,“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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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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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百书要相就”者是追作。①

吕本中之集,在宋代即已刊刻,两诗分别并录于卷五(题为《济阴寄故

人》)和卷十(题为《新郑道中》)。 根据曾季狸的记述,则这一形态Ⅰ并

录式“两存”,实为吕本中之自为。 至于编集者之所为,即便是编集者已

经判定了何者为初稿,何者为定稿,也不妨碍他仍采用两存之法。 《山谷

诗外集补》卷二载录黄庭坚《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》,诗末注曰:
“分宁本云:按此诗前篇载《外集》,二十二韵,而此篇比前多一韵,其间大

同小异。 恐前篇乃改定本。 今照旧刻并录之。”②便是在已经判别出初

稿、定稿的情况下,仍两存其本。
通观宋人所编宋集,形态Ⅰ并录式“两存”占比不高,更多的是形态

Ⅱ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。 欧阳修之集,有自编本《居士集》,持择颇严。 南

宋庆元二年周必大曾校刻《欧阳文忠公集》,今宋本原刻犹存,亦多用“一

本作”整体两存诗题、诗句等整句文本。 如该本《外集》卷三末附周必大

校记,“奉酬圣俞、答梅圣俞”阴文下双行夹注曰:“二诗多同而韵异,故两

存之。”③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十末附录记真迹、集本互校之法曰:“若异同不

多,则以真迹为主,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。 或繁简辽绝,则两存之。”④另

如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四《范文度模本兰亭序附》所附两则跋语,皆以“自唐

末兵戈之乱”起,后一则周必大题注曰:“与前跋相类,疑是稿本,今两存

之。”⑤又《书简》卷五有注曰:
又嘉祐六年

……
又与前帖相类,疑是稿本,今两存之⑥

今人整理本遂将后帖移入注文,已失其旧⑦。 又《书简》卷五末续添《与

85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 

丁福保辑: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中华书局,2006 年,第 285 页。

 

黄庭坚撰,任渊、史容、史季温注,刘尚荣校点:《黄庭坚诗集注·外集补》卷二,中华

书局,2003 年,第 1592 页。

 

欧阳修:《欧阳文忠公集·外集》卷三,国家图书馆藏宋庆元二年(1196)周必大刻

本(索书号:11396),叶十八。

 

欧阳修:《欧阳文忠公集·集古录跋尾》卷十,叶二十。

 

欧阳修:《欧阳文忠公集·集古录跋尾》卷四,叶十二。

 

欧阳修:《欧阳文忠公集·书简》卷五,叶六至七。

 

欧阳修著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四八,中华书局,2001 年,第 2425 页。



刘原甫》一通,有按语曰:“此卷嘉祐六年《与刘原甫》二书,大同小异,已
两存之。 今此本又复相似,仍并两幅为一幅。 案前辈手牍,大率起草,今
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《慰富彦国书》稿是也。 况公于原甫尤致其详,或已

写复换耶?”①于此可见,同篇两存在文献存真之外,有存留异质性史料的

实际价值。 欧阳守道《书欧公帖》谓:“此卷盖谱之初本,与世次碑本不

同。 碑本刊定而后入石,初本记录稍异,来者见之,犹有考订于碑之外。
周益公刊公外集,尝两存之,而此卷又与外集所收者小异。”②学人倘有

心,汇聚此三本以考证欧阳修之宗谱世次,或有得间之喜。 所谓“异质性

史料”,当然也有可能是作者前后立说不同,例如宋汪应辰《题林子中集》
曰:“其作《孙少述传》、《东观绝笔序》,书当时大臣事略不回隐。 今此集

所载,皆窜定无完篇,盖既进用于绍圣,则诋元祐、誉熙丰,故其说屡变也。
偶得其别本,今两存之。”③自是有见于林子中立说“屡变”背后的身份、
心曲之变迁。

苏轼诗文在宋代流布很广,当宋人编刻《东坡集》时,自然会面临如

何处理歧出文本的问题。 至于宋代编苏集者已经注意到的一诗两稿,则
仍采用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编例,如《东坡续集》卷十载苏轼《贺新运使张

大夫启》,文末夹注:“‘著闻美绩’下四句,一本作‘望高郎选,粲列星之经

躔;华使周爰,凛外台之风采’。” 同卷《谢应中制科启》 文末夹注:“‘以

尧’至‘大猷’五十字,一本作‘德为世之望人,位为时之显处。 声称所被,
四方莫不奔趋;议论一家,多士以为进退。 致兹庸末,亦与甄收。’”④宜归

于形态Ⅱ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。
总结而言,上节所抽绎之三种形态的“两存”,其实皆可看作是一种

基于编集实践而归纳出来的切实有效的方法———编次别集如此,校刻总

集乃至别编词集亦可援例为之。 同样是周必大,当其校刻《文苑英华》
时,于杜弼《为东魏檄梁文》,先存《文苑英华》之原本,再用《艺文类聚》
校之,复低两格注曰:“此檄与《艺文类聚》 《资治通鉴》所载并同,惟《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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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·岛夷萧衍传》 文既谆复,先后亦异,今并录之。 其仅同者,白字是

也。”①其后即低一格录《魏书》所存之别本,而以黑底白字标识两本相同

之文句。 推而广之,则宋人编次文献,实亦偶用“两存” 之法,例如范冲

《裒集司马光记闻奏》称“疑者传疑,可正者正之;阙者从阙,可补者补之;
事虽叠书,而文有不同者,两存之”②。

宋人编宋集,所面对的文献,有时是对自己而言具有“神圣宗器”性

质的家集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即便父祖一篇两稿,族裔若子若孙也不会轻易

删削其本,而是保藏手泽。 周纶之父曾题《居颍帖》,后“再得苏氏《秋寒

帖》副墨并苏丞相二跋,遂改初本”;对于周纶而言,乃父的手泽遗墨属于

家集,他的处理方式是“今以旧稿手泽具在,故两存之”③。

三、索源:作为“古书之例”的并录与合本子注

前两节考察唐宋文集同篇“两存”之三种编例形态已详,但诸形态之

内在理路尚有待于进一步揭示。 概言之,并录式“两存” (形态Ⅰ),导源

于周汉古书之重出编例;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 (形态Ⅱ),则导源于中古佛

经翻译文学影响下的“合本子注”编例;至于足篇式“两存” (形态Ⅲ),因
传世文献仅有结果的呈现而没有过程的呈现,倘非特加说明,则不易指

实,且古人确实很少特加说明的情况,故存而不论。
周汉古书之重出,析分起来,也存在多种不同情况,如不同古书之间

的交叉并录、同一古书内部的无意重出和有意两存等,情况洵为复杂。 不

同古书之间的交叉并录,久已是古书生成领域的焦点话题。 刘知几曾论

“《国语》家者,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 既为《春秋内传》,又稽其逸文,纂其

别说……别为《春秋外传》《国语》,合为二十一篇。 其文以方《内传》,或
重出而小异”④;刘逢禄也基于先秦短章的独立性特点,判断《左传》乃是

刘歆由《国语》一类文献改造而来⑤;孔广森更是指出“《小戴记》 《周礼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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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书》《管子》《荀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贾谊新书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史

记》《汉书》《说苑》 诸籍,多与是《记》 相出入”,于是“并载之”①。 另如

《墨子·所染第三》,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注曰“毕云:‘《吕氏春秋》有《当

染》篇,文略同。’”②近年来,随着学界对文章体制、文本形态之“物质性

背景”的关注,学人对不同古书的短章交错也给出了更有深度的解释。
据徐建委研究,“传世的超过半数的周秦汉文献,其基本构成单位是章。
如《论语》《老子》 《国语》 《孟子》 《庄子》 《礼记》 《荀子》 《战国策》等等。
传世诸子传记多有互见文献,也几乎全为短章的互见。 如《吕氏春秋》与

《淮南子》,《韩诗外传》与《说苑》《新序》,是战国秦汉之际文本关系最为

密切的两组,其互见文献就几乎全部是以章的形式存在”,尤其是《晏子

春秋》《吕氏春秋》《韩诗外传》 《说苑》等古书中的材料,“虽然也是经过

很多次转抄,但却多是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被搬运来、搬运去,其原始规模

并未发生多大改变”③。 基于这一发见,我们对于周汉古书之交叉并录,
也应更新认识,不宜再像古人那样刻意求深以至于曲为之说。 比如宋张

淏注意到《说苑》载赵简子游于河而乐之,《新序》载晋平公浮西河:“二书

皆刘向所辑,二说相类如此,疑本一事,所传不一,故有简子平公之异。 向

两存之,岂示传疑耶?”④二说有异,确实可能是因不同书牍记载之不同,
但刘向于两书中两存,不过随宜编录,恐怕未必心存“示传疑”之念。 刘

向校书之时,面对纷繁的木牍短章,不乏同一事而两稿,如何将其系统地

编次为一部部子书,确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。
同一古书“无意重出”的代表为《论语》 《孟子》,中多重出之章。 如

《论语》“知者不惑”章、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章、“过则勿惮改”章、“巧言

令色”章等,既往学者如刘宝楠、康有为、钱穆等皆认为是由于孔子屡言

及此,而弟子各记所闻,编次时难免复见⑤。 《孟子》 中亦有“君仁莫不

仁”章重出,朱熹集注引张氏说:“此章重出。 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

16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孔广森撰,王丰先点校:《大戴礼记补注·大戴礼记补注序录》,中华书局,2013 年,
第 15 页。

 

孙诒让撰,孙启治点校:《墨子间诂》卷一,中华书局,2001 年,第 11 页。

 

徐建委:《牍与章: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》,《文献》2022 年第 1 期,第 135—
136 页。

 

张淏撰,张宗祥校录:《云谷杂记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58 年,第 2 页。

 

详参毕宝魁:《〈论语〉重出现象考论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》 2010 年第 2 期,第 156—
159 页。



为急,此章直戒人君,义亦小异耳。”①颇近于后见之明、曲为之解。 另如

《大戴礼记》,流传到宋代,王应麟所见本仍“中间缺者四篇,重出者一

篇”②,当也是《大戴礼记》写卷本之无意重出。 唐人王冰所见写卷本《黄

帝内经素问》,也存在“岁月既淹,袭以成弊。 或一篇重出,而别立二

名”③的情况。 至于同一古书“有意两存”,如班固《白虎通》先后有《改朔

之义》《改朔征伐先后》两篇,且夹注曰:“重出,略有异同。”④遥想《白虎

通》在编次之时,当不会将两篇“略有异同”的文字置于一处,近眉睫之前

却未察其重复,盖因两篇各有胜义,故两存之。 又陶弘景《真诰》于“又有

一人,甚少整顿”条夹注曰:“此条重出而小异者,前所书是杨君自记九华

降事,隐之不出。 从此后是更疏说长史事,以示长史,故此一片两本

也。”⑤更是明确记述了将一条文献有意识地“两存”之缘故。
关于经、子之两存问题,比较典型的古书便是《墨子》。 《墨子》 “十

论”每论皆有上、中、下三篇,俞樾称其“字句小异,而大旨无殊。 意者此

乃相里、相夫、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,后人合以成书,故一篇而有三

乎?”⑥后来陈柱认为三篇的成因是墨子多次宣说,而弟子的记录也互有

异同,故编次时存留三篇⑦;杨宽则认为“各上篇文字简要,以理论为重,
各下篇言繁好辩,推重迷信,中篇适得乎中”,认为三篇各出于一人之

手⑧。 复次,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尝论“两义传疑而并存例”曰:
凡著书者,博采异文,附之简策。 如《管子·法法篇》之“一曰”,

《大匡篇》之“或曰”,皆为管氏学者传闻不同而并记之也。 《韩非

子》书如此者尤多。 如《内储说上篇》,引鲁哀公问孔子莫众而迷事,
又载:“一曰晏婴子聘鲁,哀公问曰:‘语曰,莫三人而迷。’”《外储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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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篇》,引孟献伯相鲁事,又载“一曰孟献伯拜上卿,叔向往贺”,如此

之类,不下数十事。 《尚书》每有“又曰”之文,愚谓亦当以是解之。
《康诰篇》:“非汝封刑人杀人;无或刑人杀人,非汝封。 又曰劓刵人,
无或劓刵人。”盖史策所载异辞:一本作“非汝封刑人杀人;无或刑人

杀人,非汝封。”一本作“非汝封劓刵人;无或劓刵人,非汝封。”故两

载之,而词有详略也。 下文:“王曰:‘外事,汝陈时臬,司师兹殷罚有

伦。’”此一本也。 “又曰:要囚,服念五六日,至于旬时,丕蔽要囚。
王曰:‘汝陈时臬事,罚蔽殷彝。’”此又一本也。 亦两存之而语有详

略。 余从前著《群经平议》,未见及此,盖犹未达古书之例也;当更为

说以明之。①

所论“古书之例”颇具卓识,可惜曲园计划中的“更为说”已不可考。 取

《韩非子》诸条与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并录式“两存” (形态Ⅰ)相比较,
无论是编次人之动机,还是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编例形态,都在内在理路层

面若合符契。
作为“古书之例”的两存之法,在通代层面具有可借鉴性与传承性。

清聂先编《续指月录》,便绍续《指月录》 两存之法,卷前《凡例二十则》
曰:“信史有阙疑之例,传灯有并载之条。 盖以续佛慧命,重在师承,万难

以臆见删削也。”②到了明清人辑录周汉六朝的四部文献,更是自觉地援

用此“古书之例”,典型者如张溥辑陆机《陆平原集》,卷一《与赵王伦荐戴

渊笺》后并载“同前”一篇,且题注曰:“出虞预《晋书》,与今本稍异,今并

载之。”③张溥辑任昉《任中丞集》,据《艺文类聚》录《为褚咨议蓁让代兄

袭封表一》《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二》两篇,后并录《为褚咨议蓁让代

兄袭封表》一篇,末注曰:“此篇出《文选》,与《艺文》所载二表中有异同,
恐是后人裒合为一,今并载之。”④清初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·凡例》也

明确说:“此句字小小者,若大殊,则附录其后。”⑤到了严可均辑《全上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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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樾等: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,中华书局,2005 年,第 13—14 页。

 

聂先编撰,王雷整理:《续指月录·凡例二十则》,巴蜀书社,2018 年,第 2 页。

 

张溥辑: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,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刊本(索书号:る-2),叶三

十三。

 

张溥辑: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,叶二十三。

 

陈祚明:《采菽堂古诗选》 卷首,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(索书号:ヘ18
 

00988),叶十五。



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于鲁仲连《遗燕将书》,据《战国策》先录一本,又
据《史记·鲁仲连传》并载另一本,且文末注曰:“《史记·鲁仲连传》。 校

《战国策》,有删节,亦有多出字句。 据下文言,燕将见书,泣三日自杀。
知《史记》此书取之《鲁连子》,非本《战国策》者也,故并载之。”①又严氏

辑翟方进《奏免陈咸逢信》也是并载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 《汉书·陈万年

传》两个出处,且后文按语曰:“此即前奏,互有删节,故并载之。”②再考

严可均辑《全宋文》,卷七著录“前废帝”手诏同篇两本曰:
《手诏晋安王子勋》:“何迈杀我立汝,汝自计孰若孝武邪? 可自

为其所。”《宋书·晋安王子勋传》。
《敕晋安王子勋》:“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,汝自量体气何如孝

武? 寻当遣使送药与汝。”《魏书·刘彧传》……案:此即《宋书》所载之手诏,

史家纪录互异耳,姑并载之。③

可以看出严辑《全文》的编例形态。 在辑佚时,对明确判定为不同文献来

源的同篇两本采取两存之法,确实是尊重了每一份文本的文献生命。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援用“古书之例”者另有 14 条,兹不一一

缕述。
当然,也有学人尽管认可严可均的做法,但对其写定的编例形态不以

为然。 清辑本傅玄《傅子》卷首《例言》曰:“严本体例,有已见于整篇又见

于补遗者,或语无异同,或字有增减,虽依类各归,然究涉烦复。 兹于整篇

既有之文,即在当条下注明或某书引同,或某书引多某字,或某书引少某

句,一见之余,不更重出。 非妄图夫省便,实效法于点烦。”④这一改编,实
际是将并录式“两存”(形态Ⅰ)改编成附篇附句式“两存”(形态Ⅱ)。

与上揭《韩非子》等将两种大字正文本“并录”不同的是,六朝典籍如

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、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杨衒之《洛

阳伽蓝记》等,往往于大字正文本下以小字注的编例存录同一事之不同

文献来源的文本。 例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“城北·凝玄寺”诸注,文体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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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可均校辑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上古三代文》卷八,中华书局,1958
年,第 64 页。

 

严可均校辑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汉文》卷四九,第 391 页。

 

严可均校辑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宋文》卷七,第 2477—2478 页。

 

傅玄撰,严可均辑,孙星华重辑: 《 傅子》 卷首,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

(1895)傅氏演慎斋刻本(索书号:56920),叶一至二。



卷四永明寺“南中有歌营国” 以下相类,“尤多歧出赘文,殆是据数书凝

成,宜细心读之,章节自显。 雀离浮图以下诸文,节目益烦。 见‘衒之按

惠生《行记》,事多不尽录,今依《道荣传》、宋云《家记》,故并载之,以备

缺文。’可知本篇乃集上列诸文并载之者,是以多歧出也”①。 有关此一注

书义例,陈寅恪视为“合本子注”②,杨勇则称曰“此是注文并载之笔”③。
刘知几认为:“亦有躬为史臣,手自刊补,虽志存该博,而才阙伦叙,

除烦则意有所吝,毕载则言有所妨,遂乃定彼榛楛,列为子注。 若萧大圜

《淮海乱离志》,羊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,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,王劭《齐

志》之类是也。”浦起龙注“子注”曰:“注列行中,如子从母。”④在陈寅恪

看来,“列为子注”,便于考异,并不仅仅是“除烦则意有所吝”。 陈寅恪曾

引赵城金藏本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一竺昙无兰《大比丘二百六十戒

三部合异序》,谓其乃典型的“合本子注”形态⑤。 该序原文曰:
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异二卷

……
说戒者乃曰:“僧和集会,未受大戒者出! 僧何等作为?”众僧和聚

会,悉受无戒,于僧有何事? 答:“说戒。”僧答言:“布萨。”不来者属授清净

说。 说人者当说当来,之净。 答言:“说净。”⑥

支愍度尝谓此经“先后译传,别为三经,同本、人殊、出异。 或辞句出入,
先后不同;或有无离合,多少各异;或方言训古,字乖趣同;或其文胡越,其
趣亦乖;或文义混杂,在疑似之间”,其弊则或“失兼通之功”,或“文烦难

究”;而合本之后,则“两令相附,以明所出为本,以兰所出为子,分章断

句,使事类相从。 令寻之者瞻上视下,读彼案此,足以释乖迂之劳,易则易

知矣”⑦。 另如释道安《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》谓:“其二经译人所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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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衒之著,杨勇校笺:《洛阳伽蓝记校笺》卷五,中华书局,2006 年,第 216 页。

 

陈寅恪:《读洛阳伽蓝记书后》,陈寅恪著,陈美延编:《陈寅恪集·金明馆丛稿二

编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 年,第 178 页。

 

杨衒之著,杨勇校笺:《洛阳伽蓝记校笺·凡例》,第 17 页。

 

刘知几著,浦起龙通释,王煦华整理:《史通通释》卷五,第 122 页。

 

陈寅恪:《读洛阳伽蓝记书后》,陈寅恪著,陈美延编:《陈寅恪集·金明馆丛稿二

编》,第 179 页。 于溯也认为此文献是“对合本经制作过程最细致的描述” (《陈寅

恪“合本子注”说发微》,《史林》2011 年第 3 期,第 86 页)。

 

僧祐: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一,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本(索书号:20043),第 22 张。

 

释僧祐撰,苏晋仁、萧炼子点校: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,中华书局,1995 年,第 310—311 页。



者,随其失处,称而正焉。 其义异不知孰是者,辄并而两存之,往往为训其

下,凡四卷。 其一纸二纸异者,出别为一卷,合五卷也。”①亦是对“合本子

注”编例的解释说明。 陈寅恪的“合本”与“合本子注”本是一义,特于术

语中揭出“子注”,是为了“强调合本之中子本的形式及功用”②。 考陈寅

恪之论“合本子注” ,着眼点尤在文献形式,亦即其制作方法的“文句之

比较拟配” “选取母本、分章断句、子母相从” ③。 也许是敏锐地注意到

了中古子史注与周汉经注体制、义例的不同,陈寅恪《读洛阳伽蓝记书

后》曰:
鄙意衒之习染佛法,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

之体……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,而罕读佛书,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

之中,实有此体,故于《洛阳伽蓝记》一书之制裁义例,懵然未解……
观今本《洛阳伽蓝记》杨氏纪惠生使西域一节,辄以宋云言语行事及

《道荣传》所述参错成文,其间颇嫌重复,实则杨氏之纪此事,乃合

《惠生行纪》《道荣传》及《宋云家传》三书为一本,即僧徒“合本”之
体,支敏度所谓“合令相附”及“使事类相从”者也。④

在论定“合本子注”的体式、义例之后,陈寅恪曾在多处论撰中指出中古

以降史、子典籍保留了“合本子注”之传统,如《杨树达论语疏证序》谓:
“先生治经之法,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,而与天竺诂经之法,形似而实

不同也……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《论语》 有关者,并间下己

意,考订是非,解释疑滞,此司马君实、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……裴松之

《三国志注》、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杨衒之《洛阳伽蓝

记》等,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。”又《陈述辽史补注序》谓:“裴世期

之注《三国志》,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。 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

事,而后代评史者,局于所见,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,著述体裁之有

变例,以喜聚异同,坐长烦芜为言,其实非也。 赵宋史家著述,如《续资治

通鉴长编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,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

之遗意。”⑤在汉以前,著书(尤其是史书)首重笔削义例,而“合本子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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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僧祐撰,苏晋仁、萧炼子点校: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,第 290 页。

 

于溯:《陈寅恪“合本子注”说发微》,《史林》2011 年第 3 期,第 8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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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例之出现,则一改简约之通例,转而取用了“通过文献汇集保存史料、
通过析合比配发掘史实”①之优势。

“合本子注”中佛经合本的一经两本或多本,与唐宋文集附篇附句式

“两存”在体例上是同构的;也就是说,唐宋文集之附篇附句形态Ⅱ,实际

也可称作是集部文献的“合本子注”。 论者或谓不宜把形态层面的相似

性推演为流别层面的因果性,而是应回归文献生成的具体历史情境,落实

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或具体联系。 此言自然严谨,但更宜用于近世中国

文献足征的书籍史层面,且互斥于文化心理层面的“观风察势”。 也就是

说,对于唐宋人而言,周汉乃至六朝典籍中既然已有成熟的“两存” 或

“合本子注”编例形态,况且这类典籍并非僻书而是经典,那么这种编

例在唐宋人那里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,甚且迁移影响到他们对文集编

次的理解,就自然可以“心知其意”了。 当然,上文所论并录形态Ⅰ与周

汉子书互见的形式和原因都不尽相同,先秦文献的编纂过程也与唐宋

文集差异颇大,本节的绾合,主要就形态、功能层面着眼,至于两者是否

果就是四部编例的自然流衍,犹有待于更贴近文献生成历史情境的史

料之发见。

余论:对“定于一本”的反抗

学术系统有流别,著述体裁有通变,在邈远的古文献演进脉络中,编
例、风气乃至文化心理,并非单线,而是多线并进;多线之间也并非总是互

相成就,有时也会互斥。 例如,既有贵删削雅洁之说,也有贵繁复存旧貌

之举。 《春秋》以言辞简当而深入人心,故衡文标准往往如文彦博《谲正

论》所谓“言以尚辞,语无重出”②;并且古人往往将“错简”与“重出”并

提,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。 但也有观点对此思维定势予以拨正,如《春

秋繁露》引孔子曰:“书之重,辞之复。 呜呼! 不可不察也,其中必有美者

焉。”③或章学诚论述定文之举应“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,是使后世读

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,所补岂不大乎”④。 就文集编次而言,陈景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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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溯:《陈寅恪“合本子注”说发微》,《史林》2011 年第 3 期,第 9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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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仲舒撰,朱方舟整理,朱维铮审阅:《春秋繁露》 卷十六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2
年,第 188 页。

 

章学诚著,叶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347—348 页。



曾批评编集“两存”之法为“编者昧于持择”①,在如今看来,其内在理路

远不似这一单向性论断那么简单。 与删汰萃选的编集方式相对应的,即
是编集的细大不捐,如王士源在为孟浩然编集时,便采取“诗或缺未成,
而思清美,及他人酬赠,咸次而不弃”

 

②的形式。 “咸次而不弃”与本文开

篇所引魏颢“文有差互者,两举之”,其本质都表达了对文献状貌与文本

形态多样化的尊重,也在更深层表达了对文献“定于一本”的反抗。
如果从文学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观察“两举之”的编例,可发现“两举

之”存摄了文本的流动性,可以帮助后人进入文学生成的“过程”。 “进入

过程”,一定程度上也就能够回归文学现场,进而摒除文本一定有“定本”
的成见。 姚永朴就曾指出,“李、杜集中有两三稿并存者,则知古人虽再

三改窜,而犹有未定也”③。 当然,如果从“集部之学”的视域关照唐宋文

集的文献现象与文本形态,可以看出在编撰体制与义例背后,莫不浸润着

更具基底色彩的贯通四部的文献思想与校雠理念,而这种编例,恰也是某

一文献传统借助文本形态而进行的“充实而有光辉”的示现。

本文初稿曾分别于“新文献·新视野·新方法:唐代文学青年学术

论坛”和“从‘治书之学’到‘作为方法的文献学’———第二届中国古典文

献学新生代研讨会”作会议报告,与会同仁多有商榷匡正;复承宋梅鹏、
孙显斌、高秋实、刘旭都诸友朋及匿名评审专家赐教,在此同致谢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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